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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反革命分子 

Jwlu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一本书叫《三家村》。这本书中写了一个人拾了一个

鸡蛋的故事。这个故事被说成是含沙射影地攻击了社会主义中国，只有一个鸡蛋大的家底。全大队的

社员群众都在听办队干部读和讲这本书的内容。当时农民的文化水平程度都普遍低，很少有人听得懂

那些理论，于是会场里的秩序乱七八糟的。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钟还没散会，一些人坐得不耐烦了。

其中一个叫许国忠的老年人仗着自己是贫农，他站起来说：“台上讲的么子事，我一点都听不懂，我

要回家吃饭去了。”说完他就往外走。办队的公社干部立即追出来喊道，“把他捆起来!”治安主任

真的找来了绳子把他绑了。这时很多人站起来反对，认为他是贫农，又没有讲反动话，应该放了他。

可是公社干部不同意，说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是揪党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运动才开始不能让任何人破坏。 

这天的会一直开到下午三点才散场。会上除了讲那本书，还讲了一些上面政策和文件精神。大家都没

有听明白，只晓得运动来势有蛮大，是全国性的运动。紧接着是共产党员会、四类份子会、地富子女

会，气氛相当紧张。臂戴红袖章身穿军装举着红旗的红卫兵，从省城到韶山的公路上成群结队，涌向

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沿途散发各种传单，传单上印的是中央今天揪出了走资派某某，明天又揪出

了走资派某某。全国的大专院校都停课闹革命，搞起了全国串连，到处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

口号。 

运动越来越紧张，三天两头戒严。对於我们这些地富阶级的人来说，生活就是在监狱外的监狱中，随

时随地会被揪出来批斗一番，终日里战战兢兢，不知道哪天会大祸临头。我们家里不管白天和晚上随

时都会有造反派来抄家，他们一进门就把我们全家人喊出来。家里的几件烂东西被翻来翻去。连一只

闹钟，一把钳子也都被抄走了。造反派把那些四类份子用绳子牵着，戴着用纸糊的尖高帽子，高帽子

上写着打倒地主份子某某，手里提一面铜锣，要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死不老实的地主（或者富农）

份子某某”，轮流地喊着游遍全大队每个生产队。 

我们那儿离花明楼很近。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全国上下都在批判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反动路线。

到处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标语横幅。花明楼的造反派更突出，他们用纸扎着刘少奇的怪

像，在那像上面写着“打倒刘少奇，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把一个叫刘胜元的伪

县长戴上高帽子，让几个四类份子也戴上高帽子用轿子抬着他游团。游到那个纸糊的刘少奇像面前，

造反派一把将他掀下来跪着，一边打他一边打那个纸扎的刘少奇，还齐声大喊，“打倒刘少奇！打倒

一丘之貉！文化大革命万岁！”真是让人看了又好笑又不敢笑。 

从城里回来的人偷偷地讲城里的运动情形，工厂里早已停止生产，工人组成了各种形式的造反派组织。

学校里全部停课，学生也不知道成立了多少以大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司令部。大街上是游行的汽车和人

流。农村里的贫下中农也不搞生产了，组织起来到县城、省城去游行凑热闹。城里那些组织之间相互

闹矛盾，开始是相互指责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派，这算是文斗，后来就发展成武斗了，各自的大门前

修起了碉堡，真正用起了枪弹、炸药。长沙市的工联与高司两个组织就在市郊坪塘镇湘江师范背后打

了一仗，死了不少人。 

最紧张最激烈的阶段要数三查一清运动了。要清查祖宗三代，搞人人过关，真是搞得人心惶惶，人人

自危，坐卧不宁。大队选领导斑子，即使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只要是这人的三代中，瓜棚搭柳的

亲戚中间有一个阶级不好或是历史上有些问题的，这人都不能当干部。某学校有两个贫下中农出身的

学生被空军某部招兵，体检合格，但没有一个政治条件合乎标准的。不是这个的外婆的表姐家是地主，

就是那个家里叔叔的儿媳妇娘家的姨妈家是富农。 

那时候有一个秘密的消息传来，广西省一些地方和湖南省道县已经对地主富农开始全面屠杀。只要是

这个阶级的人，不论男女老少，连婴儿也不放过。那里的造反派和民兵半夜里把他们全部叫去开会，

将他们就地用刀棍打杀致死。谣传说，造反派是学习苏联斯大林当年把地主富农一船船沉到黑海里，

这样做就彻底消灭了阶级敌人。我们这些阶级不好的时刻提心吊胆，担心灾难随时就会降临到自己头

上。公社、大队已经实行了多次戒严，每晚巡夜的民兵到地主富农家里都要把他们从梦中喊起来一一

清点人数。有一次一家被查的地主家因为晚上开门来慢了点，门便被打得稀烂，当场罚跪几个钟头后

还要写反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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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下午，全生产队的社员都在南萼塘担塘泥积肥。快到收工的时候，突然来了七八

个臂戴红袖章手拿梭标的造反派。带队的周某某站在岸上大声喊道，“鲁军武！你不要干了，跟我们

到大队走一趟。”我从池塘底走上岸来，满脚的泥巴还没来得及洗。周某某从衣袋子里掏出一根麻绳

就把我捆得严严实实并吼道，“反革命份子你要老实点。”我当时无话可说，也知道那个时候什么也

说不清，任他们用绳子牵着来到大队部。大队部前坪正在开三八妇女节大会，几百双眼睛看着我被五

花大绑押到大队来，都投来惊奇的眼光。 

我被关进一间很暗的草屋子里，只听见外面上了两道锁。房子里空荡荡的，刚解了绳子的两只手还在

发麻。我往地上一坐，一双赤脚踩在地上冰冷冰冷的，因为担泥巴时衣服穿得少，被押来时衣服也没

来得及穿，这时候只感到很冷很冷。我在屋里听得清楚外面开大会作报告的干部正在大声地说，“现

在阶级斗争非常激烈，阶级敌人时刻都在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看，刚才抓起来

的几个地主富农崽子，他们就是阴谋搞反革命组织，他们想翻天，想搞垮共产党的江山。” 

我听了这些才晓得自己原来是被当作反革命份子抓起来的。我仔细地想，我在哪里搞了反革命活动呢？

我没有发表过任何反革命言论，也没有跟什么人联系过什么组织，每天是锄头扁担不离手。除了做事

以外，连话都很少跟别人说，劳累了一天，总是天黑就睡觉，这反革命份子来得冤枉。 

天黑了以后，家里人送来了晚饭、衣服鞋子及被子和一捆稻草。这些东西都是经过守门的人仔细检查

后才拿进来的。我吃饭的时候，只听见大队部里面到处都是开锁送饭的声音，知道今天抓进来很多人，

应该都是反革命罪被抓的。一座茅草屋的四合院成了临时监狱。这里戒备森严，在门口守卫着两个手

执梭标的民兵，听得到他们盘查进出人员不让任何人随便出入。中间堂屋坐满了革委会成员。他们破

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今天抓捕了这么多反革命份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了一

大功。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审问这些犯罪份子，神气十足。造反派新上来的革委会张主任正在作指示

“我们要通过审问这些犯罪分子，充分掌握他们的确凿证据，把他们的口供记录好，让他们签字画押，

然后将材料上报公安机关。”之后他又安排哪个干部主审哪个人，先审谁，后审谁。这些我在隔壁房

间里听得清清楚楚。院子中间坪里一盏煤气灯挂在中央，惨白的灯光把整个院子照得通亮。仔细听堂

屋里干部们还正在谈这宗案子的事，他们中间有人大声地说，“关进来的这批人我看大部份是要啃草

皮的（意思是要被枪毙）”。 

晚上九点多钟，已是大队副书记的蒋昌明把一本资料纸从窗户里甩进来狠狠地对我说，“老实交代你

的罪行，把你们的反动组织名称、纲领、组织关系、你在组织里担任的职务、谁是主谋彻底写清楚，

若是态度好，也许还能留条活命。”我当时没有回答他什么，只是从地铺上起来捡起那叠纸放到铺上，

心里想，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啊，我什么也没有干过，天大的冤枉，如今已是马戏团里的猴子由他们

耍了。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在墙角上找了一块木板架在两块土砖上当桌子开始写交代了。我从懂事上小学读

书时，写起直到被关进来。特别是社教运动和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与别人的来往，做过些什么事，

说过些什么话都作了详细交代。资料纸写满了十几页，就是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的问题可交代。因为

我什么也没有干过，更没有参加什么组织。 

反省书交了以后，当天没有提审我。但我听见隔壁房子里正在审问一个姓徐的富农子弟。大声的吼叫

夹着鞭子的抽打声不时从房间里传出，令人听了有些心惊肉跳。接着对面的房间里也传出了同样的声

音，我预料他们对我也决不会例外。到了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已经睡了，突然进来几个人把我叫醒，

从西边的厢房里带到东边那间大房子里。这房子里有一间盛稻谷的板仓。这些人迅速把仓门打开，把

我的被子仍了进去，并对我说：“进去吧，原来你还是这个组织的头目!”我听了真是感到莫名其妙。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老老实实的走进去。刚进去被子还没有打开，仓门板子立即被关了起来，

还在外面上了锁。 

我躺在那个漆黑如铁桶一般的仓里，翻来覆去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想我祖辈和父亲为什么要买那么多

田地，积下那么多财产。他们当时是想为自己的子孙造福，却害了我们这一代，不但他们没个好下场，

现在连子女也跟着遭殃。这积的钱财也是积的祸害，积得越多罪越大。我要不是出生在这个地主阶级

家里，今天怎么会给我加个莫须有的罪名当反革命抓起来呢。想着想着，我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

不知道夜里几点钟，一阵急骤开仓门板子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两支手电筒照着我，“起来！起

来！”两个民兵对我吼道，“快点穿衣服。”我急忙穿起裤子，连衣扣子也未扣好就被他们带到先天

关我的那间厢房里。屋子中间的书桌上点着两盏昏暗的煤油灯，两边坐着几个大队干部，我被指定站

在书桌的前面，我的背后站着两个民兵。负责治安的周子高凶声凶气地对我说，“现在告诉你，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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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上的蒋亚林，成德大队的蒋庆辉，还有石家湾公社的女反动头子龙平和，他们已经公开承认组织了

一个集团，以反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为主要纲领，其主要成员大部分就是地主富农子女。现在他们三

人已经押送到区政府，县公安局马上就要来召开公捕大会，你今天晚上如果不老实交代你们的组织情

况、行动计划和你发展的成员，我们也只好把你送区里和他们一起逮捕。”大约过了三十分钟，我什

么也没有说。大队书记蒋长生见我不作声，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不知翻到哪一页说道，“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只要你彻底交代清楚，我们还是可以从轻处理的。”我仍然没说什么。这时候，一个原来

当过大队书记的黄某某冲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平日里能说会道，能写会算，你今天怎么哑

了？你硬是要我们动真的才开口吗？”说完他拿来一根绳子来反绑我的双手，说要把我吊起来。两个

民兵也过来帮忙。我一下子就被他们捆得动弹不得。他们几个人几乎同时说：“看你说不说，马上吊

起来！” 

眼看就要动刑了，我是不想受那个罪的，我便说道：“我说我说。”他们见我开口了，就把捆紧的绳

子松开，让我坐下来说。我说道，“我没有参加什么反革命组织，我也不会去搞反革命活动。蒋介石

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我手无寸铁从何造反？”张主任听了用手使劲在桌子上一拍大声说道，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铁的证据，如果不老实交代的话有你好受的，再给你二十分钟时间考虑。”大约

过了半个钟头，我仍然没有说什么，我又被锁进了密不透风的仓里。 

三月的气温已经很高，在仓里闷了一夜。早晨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吃饭也作呕。

看守我的人是周子高，从前他家得过我父亲不少好处。他父亲是个残疾，家里那时候穷得无法生活。

我父亲照顾他父子，让看山林守鱼塘，供他们吃，供他们住。心想他或许还能记一点人情，便求他少

关一块仓门板子。可这个人却板着面孔说，“你不交代，关死你!”我见求情无效实在忍不了便说道，

“我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你们为什么把我往死里整，就是一个死囚枪毙前也是关个通风透气的地方。”

“你最好少说几句，还是老实点好。”周子高冷冷地说。我心里明白，再讲也是没有用的，只得安心

躺下来。 

上午大队部里很清静，大概是昨晚审问我折腾了大半夜，那些干部们都在家里休息。我也被他们搞累

了，特别是关在黑洞洞的仓里，没有人打扰，便一觉睡到中午。到了下午又热闹起来了，只听见很多

人进进出出，还有几间房子里传出审问和骂人的声音。听得最清楚的是骂富农子弟徐某某、龙某某，

说他们早晚到河里捕鱼是搞资本主义，限他们把罚款交上来，还有那些丝网子要送交大队烧掉。 

＊  ＊  ＊  ＊  ＊ 

整整一天没人理我。晚上睡到半夜，我被叫醒，穿好衣服走出仓门，马上被大队会计和一个姓张的复

员军人用绳子绑了双手。走出了大队部。这是往哪里走呢，我当时心里想，这个时候往野外去莫非是

要把我处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冤案，不知要冤死多少好人，今天轮到我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

能听天由命了。 

半个小时以后我被带到原大队贫协主席李幼云家里。进门一看，堂屋里坐着几个大队干部，邻近西塘

大队也来了两个青年政治学徒。满屋子烟雾腾腾，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个板着面孔，那场面阴森森的。

我被带到屋中间解去了绳子。李主席马上走过来叫我跪下，然后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开中间一页结

结巴巴的读道，“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他就不倒。”革委会张主任指着我说，“你今天

不交出反动组织，明天就送县公安局。”邻大队来的其中一个把记录本摊开准备录口供。我跪在他们

中间象个木菩萨半天没有开口，任凭他们逼问恐吓，膝盖跪痛了就坐下去。这时冷不防背后一脚踢来，

我迎面撞在地上，随后又被抓着头发一拖坐起来。血从鼻孔里不住往下滴，额头上也被撞破了皮还鼓

起一个鸡蛋大的疙瘩，痛得我眼冒金星，头晕脑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那张主任一拍桌子说道，

“再不开口把他吊起来。”李幼云马上把丢在地上的绳子捡起来，走到我身边往我脖子上一套，指着

我的鼻子说，“再不开口我就要动手了”。我坐在地上回答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这时

大队治安主任站起来说道，“你不说，我来替你说，只要你承认签字画押也行。”于是他拿出一份材

料念道：“反革命头目蒋亚林、蒋庆辉、龙平和组织并发展了两个公社、几个大队几十个地富子女的

反革命组织。其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抗贫下中农。蒋

亚林的交代中写道，我们的组织搞起来了，我就要发展鲁军武当我们的秘书长，因为他有文化、能写

会算、聪明能干。”当念完这些时，张主任马上说，“蒋的交代不彻底。我看是已经发展他这个秘书

长了。”我连忙分辨说，“没有的事，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搞什么组织的事。平日我与他没什么往

来。”治安主任见我不肯承认，横眉怒目的瞪着我说，“你在事实面前还不老实交代，还要死心踏地

坚持你的反动立场。只有把你吊起来，看你老实不！”我被这些人罚跪、脚踢，已经是鼻青脸肿，昏

昏沉沉。在那种威逼的情形下，真的又被吊打一顿，说不定是断手还是断脚。我想权且躲过一时再说，

于是我说，“我承认是蒋的秘书长。”“那你什么时候参加的组织呢？”记录员追问道，“你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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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些什么活动。”我说，“我记不清日期了，我没有去搞任何反革命活动。”他们见再问不出什么

东西来，几个人出去商量一会儿。那张主任进来对我说，“你上来签字吧。”搞记录的马上把刚才所

写的几句话放到桌子上面。我跪了几个钟头，一双脚麻木得站也站不起来了。两个民兵把我从地上扶

起来，才走到桌子边。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我在那口供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被押回大队部时天已

经亮了，我被折腾得晕晕沉沉，一进牢房便倒头就睡。 

就在这天下午，我又被两个民兵着带到昨晚审问的地方。当我进门时，屋子里坐了两个公安局的警察，

还有公社管政法的罗部长。听得出大队干部都在隔壁房子里。罗部长指着一条凳子对我说，“坐下

吧。”他首先交代了政策，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坐在桌子边的警察打开记

录本，问了姓名、阶级、性别、籍贯、年龄、文化程度后又说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

你详细交代你们的组织是怎样搞起来的，你们的纲领、目的是什么，你发展了那些人。坦白了以后，

我们还会考虑从宽处理的。”这时候，我想如果按照昨晚承认的参加了反动组织向公安局说，就会被

立即逮捕。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干呀，于是我说，“我确实没有参加什么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人跟

我联系过搞什么组织的事情。昨晚上承认的那些是他们逼的。他们把我关在仓里气都不能透，再有两

天我就会被闷死。昨天晚上他们把我又踢又跪，还要把我吊起来，我实在受不住了才胡乱说的。” 

他们听了我这么一说，三个人对视一阵没有说话。其中一个警察和罗部长出去找大队干部去了。过了

一阵，大队张主任、蒋主任跟着他们一起进屋来了。公社罗部长对我说，“我们了解了一下，今天就

按你说的昨天是被逼交代的。今后，我们查出来如果你与此案有关的话，政府对你是要重判的。”我

说，“如果我真的加了反革命组织心甘情愿接受政府制裁。”“那你回去吧。听说你在生产队表现也

不是那么好的，以后要好好生产劳动、改造思想、靠拢贫下中农。”公安局的人交代完，我心里一阵

高兴，关了这么多天，终于可以自由了。 

＊  ＊  ＊  ＊  ＊ 

可是，大队上哪能让我回家呢。那些大队干部仍然把我带回大队部。不过没有再关进象棺材一样的板

仓里了。和一个姓徐的富农子弟关在一起。他是因为早晨和晚上到河里去捕鱼被当作搞资本主义。平

日里有些事情又得罪了大队干部被关进来的。进来后被狠狠的批斗了几次，罚了款还上交了那些丝网

子。他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不停地抽烟。我见他那消沉的样子总是劝他几句。他却老是说：“活着没

意义。”又过了三天。这三天没有人来找我，安安静静的睡觉。门口仍然有人看守，看守的人员是各

生产队轮流派来的贫下中农青年，他们中间一些人平时都是和我一起劳动一起说笑，但这个时候他们

一个个板着面孔，已经完全成了敌对关系。 

这一天刚吃过早饭，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来，说要带我到九中去参加公捕大会。和他一同到大队部来的

几个人都是我一个生产队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要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位队长是我们家十几

年的邻居，却硬说，为了安全坚决要用绳子把我绑起来牵着。我家和队长同屋共住，平日相处也没有

什么意见，也从未得罪过他家里的人。他家里的孩子小，大人要出工。每天吃了早饭要去出工时，总

是把孩子放在坐栏里搬到我家要我妈妈喂饭菜、喂水、换尿布并逗他玩。一连几个孩子都是要我母亲

帮他照料。但后来一搞运动，他们家的孩子就不放到我家来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待人呢。就因为他是

贫下中农、革命积极份子，我们是地主阶级，要接受他们的专政。 

从大队部出来，恰好是同本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去开会。我被队长用绳子牵着走在他们中间。因为是开

万人大会，走在马路上的人很多，认识我的人也很多，看到我被绳子牵着都投来异样的眼光。我低着

头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那种情形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会场看到别的地方也有几个人被绳子绑

着牵了来开会的，我想他们大概也是被耍的“猴子”。整个会场乱糟糟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叫，什么

也听不清楚。主席台离我站的地方很远，台上的人也看不清，只听得旁边的人在议论，这次破获的反

革命组织, 几个公社抓了好多人，这些人都是地富子女。散会以后，听别人说才知道公安局逮捕了三

个人，就是蒋亚林、蒋庆辉和龙平和。 

从九中开会回来，我仍然被关在大队部，大队部里被关的人没有一个放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听见隔壁

堂屋里在开生产队长会。有位队长在说，“目前生产紧张，让被关的这些人回去搞生产吧，白天晚上

还要派人守他们，耽误了很多劳动力。”又听得革委张主任说，“那还要留着这些猴子耍耍，教训教

训他们，以后会老实些。” 

＊  ＊  ＊  ＊  ＊ 

整天坐牢的囚徒生活结束了。每天由李主任带着这几个地富子女去山里挖石头搞义务劳动。晚上这些

人被轮流带到各生产队去批斗。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姓徐的富农子弟被带到港口粮站一间空仓库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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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徐某某叫到天井当中责令跪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半大孩子拿着木棒、树枝劈头盖脸的朝他打，一

边打一边骂，你哪次不听安排，哪次又跟别人扯皮。大约斗了点多钟久以后，一个大队干部在外面喊，

“把那只猴子也叫到这里来教训一下。”当我站到天井里就要被罚跪时，一个姓张的前任大队长在治

安主任耳边说了几句话，罚跪和挨打被免了。那张主任严厉地对我说，“今天是叫你来陪罪的，看你

以后老实不。”几年以后，有人告诉我，那次没被挨打是某某提到了你的社会关系，说你家某某是省

里的干部，所以手下留情。 

我们每天到山里挖石头，出工早收工晚。两只手被那钢扦磨得一层层的血泡。监视我们的那双三角眼

时刻盯着我们。不准说话，不准偷懒。我们被关进大队时秧苗尚未下种，可是这义务劳动一直做到禾

苗含苞了。三个多月的关押、批斗、劳动改造，几个人都已拖得刮瘦，尤其是心也磨碎了。我不时地

问自己这活着做什么呀，还不如死了的好。 

一天上午，我们几个人在石函子里抬石头。看管我们的李主任坐在上面抽烟，不知怎么的一声响，他

连同几块石头和土块一同滚下石函并被压在下面。我们急忙搬开石头挖开土，把他救出来时，李主任

已被压伤了背部，伸不得腰，脚走路也一拐一拐的。我们没有立即送他回家，而是先让他睡在地上，

然后去找了民兵营长看了现场，被认为是先天晚上下了大雨引起蹋方。大家这才把治安主任送回家。

义务劳动才这样结束了。 

＊  ＊  ＊  ＊  ＊ 

这一场所谓反革命组织事件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被判了十年刑的所谓反革命组织首犯蒋

亚林坐了九年冤枉牢，被宣布无罪释放。并且经办此案的宁乡人民法院和益阳中级人民法院当着蒋亚

林的面消毁了这个案件的黑材料。另一个被关押了三年的蒋庆辉为了争取得到冤枉坐牢的赔偿，从县

人民法院档案室拿到了此案件的全部档案。冤案的始末全部大白于公众。档案里的真实纪录是这样写

的。一九七零年二月底，住在蒋亚林隔壁的邻居发现蒋亚林家那几天有几个地主子女到他家走动。一

个是成德大队的蒋庆辉，他是二月初春节时和蒋亚林打花鼓搞熟的。他那几天乘下雨是想向蒋亚林学

唱花鼓调。另外两个是蒋亚林的表姐龙平和、表哥龙正南到他家走亲戚。她怀疑他们是在搞什么活动，

于是向贫协主席李幼云报告。李幼云听了这个消息，马上通知大队革委会。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并火速通知成德大队抓蒋庆辉，通知石家湾公社抓龙平和，通知花明楼

公社抓龙正南。这几个地方把这些人抓起后连夜审问，严刑拷打，吊“半边猪”，灌冷水等，硬逼他

们承认是搞反革命组织，要他们交代出凡是与他们平日有来往人的姓名。随即就出现了几个公社几个

大队疯狂的抓捕行动，造成了一宗莫须有的冤案。 

唉，斗争的那年月,人心之险恶。常言道，黄河之水能覆舟，比起人心是安流！是安流。 

＊  ＊  ＊  ＊  ＊ 

一九七零年下半年那运动更搞得紧张。在城里的厂矿企业、机关单位全国性地普遍清查。凡是阶级出

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清退回农村改造。我一个远房叔伯姐夫蒋亢宗，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的

部队里开过汽车，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干了几年志愿军，立过战功。回国后在广州军区开车。后来回

到长沙汽车修理厂工作，修汽车的技术特别好。那时也被造反派五花大绑，用汽车押送回乡劳动改造。 

我大哥鲁凯南，解放初十五岁就到城里工作。当时在长沙市交通局当干部。我们大队干部几次派人去

要把他搞回来改造，说他是逃亡地主，是我大姐姐利用职权包庇他进城的。大队干部多次对我母亲说，

“七阿婆，成德大队的蒋亢宗已被城里的造反派押送回来劳动改造。你大崽一家明天就会被押回来改

造，你要腾出房子开好铺。”母亲回答说：“那要回来也是没办法，我开铺就是了。”治安主任认为

我妈妈说话有不满情绪，是抵触运动，要写反省书。 

可是他们没有回来。大队干部跑到长沙市档案局查档案，档案上记录介绍他工作的人是成从修。成从

修是老革命，五十年代的省交通厅长。 


